
一般人对这个话题似乎很少系统 及。实际上，它是泛指我国古

藏书楼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略有些神秘色彩的地方，而且，

书的主人和学者、读书人研读、

代官方机构、民间团体和私人收藏图书文献的建筑物，同时也是

录、考订、校雠图书的场所。有些

藏书楼主人还根据自己的收藏，从中遴选、整理并刊行了大量书

籍。但典藏保管图书文献，确实是它的主要基本功能，所以称之为

“藏”书楼。

典籍记载，我国古代藏书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春根据文

秋时期，当时的各类典籍就比较丰富，私人藏书也已经很有规模

了。而以王室为主的官方藏书，则更可以追溯到上古的黄帝时代。

月沧桑、兵燹动乱、荣衰起伏、朝代

从那个时期起，中国的藏书事业和各类藏书楼经历了数不尽的岁

替。但它却像长青之藤枝蔓

劲，脉络丛生而经久不绝，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荦荦卓立达几

千年之久。

纵览整个藏书和藏书楼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规律：社会安

定，政策宽松，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时期，藏书事业和藏书楼就



抄，不惜千金地破

发展、繁盛；社会动乱，民生凋敞，文字狱盛，经济、文化、科技发展

受到破坏，藏书事业和藏书楼就衰败、枯萎。

图

现在，古代藏书楼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被近代以来的图书馆代

替了。个别保存至今的藏书楼也不再完全具有过去的功能，只是

作为某些典籍的保藏地和一种文化的象征，作为文物古迹供人瞻

仰凭吊，但它过去在保存、传播古代文化方面，确实起过不可替代

的作用。藏书楼本身和它的历史，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作为中华古代文明载体

书文献典籍的保藏地，古代藏书楼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功不可

没，泽及后人。

精竭虑地披阅

我国古代的藏书楼除自身是中华古代文明载体的鲜明见证

外，其中还包含了历代文人学士的无数精力及心血。他们千方百

计地广为搜求图书典籍，悉心妥善地收藏保管，

研读，精益求精地校雔勘订，严格审慎地遴选

资刊布。他们不仅收集、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整理传播

了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其中很多动人的故事足以感召后人。另

外，他们在对待藏书的态度上，更是各守其道，千人千面，尽展其

个性和品位。今天在阅读他们事迹和逸闻趣事的同时，也让我们

了解到古代文人知识分子鲜活的性格与人格。

正因为藏书楼是古代图书文献典籍的集中保藏之处，在讲述

藏书楼及其主人的历史时，必然要涉及我国古代书史和古代典籍

聚合流散的一些情况，重要典籍的刊布情况。

关于藏书楼和历代藏书家的知识，关于前人在保藏刊布书籍

方面的经验和成就，这是每一个热爱祖国文化、热爱知识、热爱书

籍的人所应当了解的。



文字与书

我国藏书楼的历史究竟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不好简单回答

的问题。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两个前提：即我国从何时开

始有了图书文献，因为有了图书文献后，我们的祖先才可能开始

有藏书行为；而图书文献的内容又是用文字来记载的，这样必然

又要考察我国文字起源的情况。这两个问题，除了依据文献典籍

中记载的情况来了解外，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以考古挖掘的实物来

证明。

系辞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在我国古代典籍《易经

祭祀

圣人易之以书契。”《尚书序》中记载：“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

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后汉书

志》中也记有“自五帝始有书契”等材料。以上记载的都是我国上

古传说时代的情况，虽然从中还无法得出我国文字究竟何时起源

的结论，但它们却道出了文字产生的一些条件和规律性的东西。

经过专家们考察研究，从记事形式上，它们所叙述的文字产生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篇》中就记载了“仓颇作书”的

过程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人类自

从有了有声语言后，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文字产生

前，人类记事经历了结绳、契刻、图画等阶段，最后才产生了原始

的文字。

文字与结绳、契刻、图画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用一种符号来

对应表示一件事，而文字却不同，它是和人类的有声语言相对应

并能记录语言的一种符号。它最后发展到能确切地记录下我们说

的每一个言辞（当然，在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就与语词对应来

讲，它可能也有一定的意象性、模糊性，但最终它还是和言语比较

严格地对应起来了）。所以，只有文字，才能真正记录下人的语言，

进而表述出人的思想。古人发明了文字，是一件了不起的创造。

关于文字，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常常引起人们极大的

兴趣，这就是仓颉造字。

早在战国时期成书的《世本

传说。其他古籍如《荀子》、《吕氏春秋》直到东汉时期王充的《论

衡》等书中，均可见到仓颉造字的记载。传说中的仓颉是黄帝时的

史官，黄帝命令他创制文字，仓颉观察了天文、地理和鸟迹兽蹄，

按自然事物的形象制出了文字。可能文字的产生太神妙了，参透

经学家、训话学家许慎，在他的文字训

了造化的奥秘，以至于“天雨粟，鬼夜哭”。东汉时期大文字学家、

学著作《说文解字》“后

叙”中，对这一段传说叙述得较为详细：“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

谓之字。字者，言

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

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当时许慎时

代还没有看到出土的甲骨文实物资料，所以《说文解字》中没有提

到甲骨书，而为“书”仅下了“著于竹帛谓之书”的定义。许慎考察

了古人造字的规律，总结出了“六书”的理论。“六书”的说法最早

见于《周礼》，实际上是古人造字的六种方法。许慎在“后叙”中提



文、金文、古

到：“《周礼》八岁人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按许慎解释，“六

书”分别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

种造字法，已经是文字相当成熟时期的表现了。

仓颉造字的故事只能当做是一种传说，因为从对文字本身的

考察来看，很明显不是由某个人独自造成的，而是出于众人之手，

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最后成形的。这从古文字有甲骨

、大篆等各体和每一个字又有多种异体的情况就可

以得到证明。如果造字的发明权归于仓颉一人，当然不会出现这



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

解蔽》中就说

种情况。但可以猜测，仓颉对古代尚处于初期阶段的部分古代形

体不一的文字，曾做过一番规范整理工作。《荀子

过：“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意思就是：古代研究、创

制文字的人是很多的，而仓颇之名独能流传，原因是他对古文字

做了整理划一的规范工作。

传说和古籍中的零星记载，毕竟只能帮助我们对文字形成的

时代和过程进行一些研究与推测，真正能为我们提供确切证据

的，还要靠文字实物的考古发现。按照考古学家考古实物发现的

绝对年代来排列，发掘出的文字实物有以下一些，这确实是实实

在在的东西。以下介绍最重要的：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

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郭沫若认为，那已经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

遗”，但也有很多学者持有不同看法。如果郭沫若的看法成立，汉

字的历史就有近六千年。

口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尊上的象形文字，年，山东大

已经与甲骨文和金文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它们已经是文字了。这

一点得到多数学者公认，其历史距今约五千年。

近年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陶器上的刻

划文字，为距今四千至四千四百年的夏代文字。

最为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的是，

器时代遗址内，发现了一批上面有刻符的甲骨，有些刻符的形体

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相像，经学者研究，指明二者有明显的承递关

系，应认定是文字起源的萌芽时期。更令人振奋的是，经考古学家

严格测定，这批刻符甲骨距今竟然已有八千年的历史。八千年，可

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大家知道，以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文字为古

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创造，其历史也不过只有六七千年。

以上典籍记载、传说及考古的实物共同说明，汉字的发生演

变源远流长，它是由众多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创造形成



多士》中又有“惟殷先人，

的，其中一些相同或相近的字在不同载体、不同地域的共同使用，

则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应用范围和承递关系。我们可以有根据地

说，中国汉字的起源，至今起码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了。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所谓“图书”，究竟在我国起源于何时呢？

这里首先牵涉到对“图书”的定义问题。什么样的文字载体才能叫

做“图书”呢？在我国古代《易经》中就记载有“河出图”、“洛出书”

的故事。传说在伏羲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着“河图”；有

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着“洛书”。“图书”这个词最早也是起源于

此。

对于“河图”和“洛书”的作用，被后来的文人，尤其是儒家知

识分子抬得很高。就连孔老夫子也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

吾已矣夫！”那么，这里所说的“图”和“书”，和我们今天意义上的

图书是否是同一种东西呢？

“河图”和“洛书”我们今天还能见到，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

代人加工过而流传下来的，是不是其原始面貌已经不得而知。今

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只是一系列神奇的符号，其内容究竟

何指，还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显然这些符号还不能称做文字。因此

可以说，它们还不能算做是今天意义上的图书，而它们出现的情

况，至今也还是一个谜。

据专家们考察研究推论，我国最早的图书文献应当出现于夏

代。专家们得出这个推论的依据是：尽管夏朝的文献实物至今尚

未发现，但《史记》和《竹书纪年》中都记载了确切的夏代帝王世

系、迁都、筑城情况及上古时期的一些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和经济、

文化、观象天文学方面的一些资料，而且与后来殷墟甲骨卜辞中

的某些记载相符。这样就使专家认为，这些记载必然要有同样一

种原始文献记录作为依据。而且，《尚书

有册有典”的说法。而殷商的先人，与夏代诸王恰好是同时代的

人。从中也可推测夏商之际已有“典”、“册”类古图书文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法”，而且还有了主管这些典籍的专门官员

纪、《甘誓》

实际上，在《左传》、《国语》、《墨子》、《逸周书》等书中也大量

提到或个别引用过夏代典籍中的一些内容，并提到夏代典籍的名

称，如《夏书》、《夏时》、《禹刑 等。其中《甘誓》是

经学者们认可的至今保存下来的（保存于《尚书》中）夏代文献。专

家们推测，至少到春秋战国时代，《夏书》仍存于世。此外，还可以

从夏时的天文历法农业知识、夏末有关地震陨石的文字记录，得

到夏代已有典籍的旁证。

先识览》中有“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

在《吕氏春秋》及《国语》中，明确记载了夏代有太史和典籍的

内容。《吕氏春秋

国语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的记载

进谏。而夏桀

晋语》中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的记载。前者

是说夏代至桀时，荒淫暴乱无常，太史令终古拿出夏代先王的“图

法”，即记载有关帝王行为规范的典籍，哭着向夏

一意孤行，暴乱愈甚。最后太史令终古无法可想，又不愿与夏桀俱

亡，只好出走投奔了商王。此段记载中，已明确表明夏代不仅有图

书典籍

晋语》中的记载也说明，在夏商之际已有“太史”。而后者《国语

“典”，并且一直有专门保存它们的人。当然，以上只是一些推论，

至今并未有考古实物方面的证明。

图书典籍的产生，同样要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当然是要有文

字出现，然后还要有书写的物质载体和一定的编排装订形式。最

后，从其作用来讲，应当有便于人们查检阅读、易于转移流布等功

能。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作为古人书写载体的物质材料是非常丰

富的。人类实在是一种爱保留、记录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动物。古代

人们差不多在所有能契刻、书写的东西上都留下过文字材料，如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古埃及人在泥板、纸草上留下的文字，我国

古代人们则利用龟甲、兽骨、陶器、青铜器、石头、竹简、木板、嫌帛



将它们拓印问世。刘究价值，极力怂恿刘

津京地区。清光绪二十五年（

料

等材料来契刻、书写文字，直到后来发明了最理想的书写材

纸。

在上面所说的这些文字载体材料中，哪些可以称为最早的图

书呢？其中具有一定编排装订形式，便于转移携带，便于查检阅读

而现在又有考古实物可见的，当推甲骨书。

甲骨书是现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书籍，至今已有三千五百多

年。它们记录了夏朝晚期和殷商时代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祭

祀、农业、牧业、狩猎、天文、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等资料。之所以

说它们已经可以被称为古代图书，是因为它们已经从零散文字档

案过渡到具有编排存放或串装成册的书册形成。

甲骨书的被发现在当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十九世纪后半

叶，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这一带正是商朝后期的首都，商灭亡

后成为一片废墟，称“殷墟”）的农民在翻土时，常发现一些零星的

甲骨片，因中药本草中就记录有一种叫“龙骨”的药材，所以这些

甲骨片也被当做“龙骨”被药商所收购，认为它们有清热解毒的功

效。当时收购价格非常低廉，一斤才值几个铜板，而且药商不要带

字的“龙骨”，凡有字者，都被当地农民用铲将字削去。块小或字多

不易铲去者，都被扔到枯井中。就这样一连卖了有三十多年，后来

一些古董商发现了上面的文字，开始收存当做文物，辗转流卖到

，北京国子监祭酒王 荣发现

这些上面有细微刻划文字的破碎骨片，他意识到这些东西的文物

价值，最先开始搜集。后来，王 荣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奉命总办

团练，“都门陷，投园池以殉”。其子出卖家中故物，这批收藏物转

到了《老残游记》的作者刘 手中。刘 于光绪二十八年（ ）在

上海寓所中，将自己的收藏拿给朋友罗振玉欣赏。罗振玉具备丰

富的金石文字学知识，他看过后认为这批带字甲骨片非常具有研

分，于光绪二十九年（

便从中选择了一部

）石印出版，书名为《铁云藏龟》，共六



册，拓印甲骨一千零五十八片。这是甲骨文字第一次拓印成书面

世，堪称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甲骨文字不仅东汉时著

《说文解字》的许慎没有见到过，就连远在春秋末期的孔老夫子也

没有见过。



。而

殷墟甲骨出土后，在郑州二里冈和西安张家坡、山西洪洞县

坊堆村也都发现过甲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陕西周原地区又

发现了较大规模的周代甲骨共一万五千余片。

坑出土的甲骨上，也发现了“册三，册凡三”的字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甲骨片中，有一些在固定的地方钻有很精

致的小孔。后来发现这些小孔是为了用绳子将它们一片片串起来

而钻出的。串成一串的片片甲骨片，是有一定顺序的。另外，在安

阳小屯村

样，这证明了当时确实有将甲骨按序编串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一

种古老的编排装订形式，成串的甲骨上面记载的是同一类事而且

次序井然，不容混乱，它们是作为档案来保存的。

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几片穿成串的甲骨放在地上，侧看上

去，它的形状很像古文字中的“册”字（甲骨文中“册”字作“

且这些甲骨串已经具有易于搬移、便于收藏和便于随时翻检阅读

的特点，已经有了固定的专门收藏地点，决非处于无序散乱的状

态。

通过以上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有根据地得出结论：甲骨书，已

经初步具有了“书”的性质，因此应当承认它是一种古代的书。

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够发现比甲骨书更早的书，虽然有学者

推测，殷商时代与甲骨同时很可能有竹、帛等载体的图书典籍存

在，但因竹帛类东西容易腐朽，实物传至今天几乎没有，甲骨书也

就成为我国现存最古的书。

有了书，就产生了藏书活动，于是，我们所关注的“藏书楼”就

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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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藏书楼”一词中有个“楼”字，所以一提到这个词，大家

脑海中常会先浮现出各式各样的“楼”的形象。这样的联想不能说

不对，但不够全面。在本书前言中就已经说过，我们所讲的藏书楼

一词，实际上是一种泛指，它包括一切古代官方、私人和各机构收

藏图书文献典籍的地方。其建筑形式不一定必须是楼，其名字也

不一定以楼命名。实际上，早期的藏书建筑均未冠名，将藏书建筑

比较普遍地冠以“阁”、“楼”等名称，是明、清两代以来的习惯。还

有一楼数名、有名无楼的情况。更有一种富人筑室造园时为附庸

风雅，特在庭园某处造的楼阁，美其名为藏书楼而里面其实无书

的，这就是欺世盗名、名不副实的行径了。

实际上，一般的读书人家、知识分子，虽然藏书也达到了某种

规模，设有专室收藏，但未必都有起造宏大的楼阁专门藏书的经

济能力。因此，藏书楼除称为某某楼、某某阁外，也多以“堂”、

“轩”、“馆”、“亭”、“台”、“房”、“斋”、“室”、“舍”、“洞”、“屋”、“居”



等为名。只要它的作用是藏书的，就都包括在我们所说的“藏书

楼”之内。另外，这些藏书处所虽然名称各异，但从这些名称中，我

们也可以发现某些共性，窥视到古代学者、知识分子、书籍主人的

一种共同心理，即这些名称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占有性、私秘性，

都体现了室藏珍籍、传之久远、秘不示人的心理。无论是皇家贵胄

还是高官显宦、一般知识分子，此种心理概莫能外。

古代的藏书活动与藏书楼虽然形形色色，但若从它们的性质

与占有者来区分的话，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型：以皇室为主的官

府藏书楼，历朝历代的私人藏书楼，自唐代以来的各代书院藏书

楼，各时期的寺院藏书楼。当然，除了这四大类外，还有一些非官

方的机构、团体等的藏书情况，如多人合作建立的兼有类似租赁

业务的藏书楼，稍晚清末至民国时期像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业务工

作而设的涵芬楼等，似乎不好归入以上官府、私人、书院、寺院四

类，但它们数量寥寥，在藏书活动和藏书楼的历史上不占主流位

置。

以皇家为主的官府藏书楼在这四类藏书楼中资格最老，这是

因为图书文献产生的初始时期，其作用就是记载有关先王言行世

家、国家典章制度、历史大事、祭祀占卜等“国家大事”的。当时只

有王室、官府有权、有条件藏书，私人藏书和私人著书立说讲学等

风气还没有形成。

官方藏书起源于何时，虽然如我们前边所述还有些争论，但

普遍承认应不晚于商周时期，到汉代已经成形并颇具规模。隋、

唐、宋时代是官府藏书及藏书楼的持续发展时期。而明清两代，本

身是封建社会最后的两个王朝，文明积累、学术积累，不论从数量

还是质量的传承上都已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所以这两个

王朝的皇家官府藏书和藏书楼也达到空前鼎盛时期。

我国古代学者、知识分子的私人藏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

很丰富。《墨子》一书中已有“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的



，藏书亦达数千卷。

记录。墨子本身也是一个拥有大量图书的藏书家，传说他南游卫

国、关中时，随身携载了许多书，让一个名叫弦唐子的人见了都感

到吃惊。秦朝时始皇帝奉行“焚书”政策，对私人藏书造成了空前

的浩劫，但私人藏书在民间并未禁绝。

西汉惠帝废除了禁止私人藏书的“挟书律”，正式标志着民间

藏书的合法化。从此，有藏书的人才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

藏书。成帝时，洛阳等地已经出现了“书肆”，即卖书的店铺，而且

出现了“以佣书而谋生者”，即以书法见长，靠给人抄书谋生的人。

这两种事物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社会上购书、藏书已成为读书人

家比较普遍的风气，书籍已经作为商品进人了流通的领域，社会

需求大大增加。东汉光武帝时期，已出现了私人专门的藏书处所。

据记载，当时的曹曾“积石为仓藏书”，具有很好的防火效果，并将

藏书处名为“曹氏书仓”。几乎先后同时的桓谭，在安徽淮北相山

也辟有藏书室，称“桓君山藏书处”。东汉初平年间，蔡邕曾将个人

藏书六千余卷赠与王粲。仅从这个数字来看，也可知他藏书是很

不少的。三国时期著名的私人藏书家有向朗和王弼。王弼藏书达

万卷之丰。还有管

至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刺激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繁荣。而宋

代私人藏书的进一步发展则得益于雕版印刷术的兴盛。明清时

期，更是私人藏书的高峰期，藏书楼的建筑也臻于极至，出现了像

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陆氏皕宋楼等著名藏书

楼。

总之，官私藏书在我国藏书楼的四种类型中，是最为典型的

两种，而两者又有着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中的私人藏书

家和私人藏书楼，则是本书所要着重介绍的。



藏书楼的功能和藏书家的贡献

古代的藏书楼，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做出了巨大贡献，

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直到今天，虽然藏书楼已辉煌不再，

但我们却仍然在承沐着它们的恩泽。在提到古代藏书楼的功绩与

作用时，不能不一并提到这些藏书楼的主人 历代藏书家。藏

书楼与藏书家，二者实际上是无法分割的，藏书楼的故事，实际上

也就是藏书家的故事。

历代的藏书楼对祖国文化最大的也是首要的贡献，就在于它

们为后人保存下了大批珍贵的文献典籍。如果没有民间的大批藏

书，许多典籍能否流传到今天，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史记

六国年表》中记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

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

周室，以故灭。”秦始皇作为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皇帝，为达到巩

固统治、钳制思想、割断六国历史的目的，采取了“焚书”的政策。

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政策是反动的、愚蠢的、错误的、失败的，在当



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是对祖国文化的一次摧

时确实给文化带来了严重的摧残，给古代图书典籍带来了浩劫。

让后人感到庆幸的是，秦灭亡后，后继的王朝一旦政策宽松，社会

一旦稳定，许多被禁止、被焚毁的书就又会出现流传于世。这除了

说明文化的火种任何人也无法熄灭外，不能不说，其中也有大量

躲过浩劫的民间藏书，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再如人们所熟知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在编纂时，都

曾由皇帝颁命，广泛采访官私藏书。其中许多书籍藏在民间的各

处藏书楼内，经过汇集进呈，在这个基础上方得以编修完成。如果

没有各类藏书楼历年保存下来的大量文献典籍，要完成如此浩大

的文化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大家知道，清乾隆时期所修的《四库全书》，既是对祖国文化

遗产的一次全面整理

残。他命人将书中认为有碍清朝统治的内容，分别情况进行了删、

改、抽毁等不同处理，使很多内容失去了本来面貌。但因这些书还

有未被改动的原本藏于民间，后人们在进行了两相对勘后，很多

书都可以了解其原貌。

再如宁波范氏天一阁，为现存的我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其历

史延绵长达四百年之久。天一阁所藏书中，以明代各地方志、明代

科举录为特色典藏，其中既有进士的《登科录》，还有大批会试、乡

试、武举的科举记录，为后人保留下大量明代地方史情况和人物

线索的珍贵资料。

的

清代丁申、丁丙兄弟，是杭州著名藏书家。他们在太平天国起

义军与清兵作战的动乱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杭州文澜阁的

《四库全书》。战后，兄弟二人竭尽全力捡拾搜罗，抄补已经残

《四库全书》，使文澜阁“四库”基本补齐并得以留存于世。丁氏兄

弟为聚藏图书“节衣缩食，朝蓄昔求”。他们购书、抄书的范围非常

广泛，近至家乡周围及吴越旧地，远至京师，甚至不惜重金从海外

购买。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又搜集各种图书文献典籍八万卷。



献。大家都知道，书籍在

南京图书

加上前后购抄聚藏，他们的藏书总数达二十万卷。更让人欣慰的

是，丁氏兄弟的藏书后来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存

馆内。

从以上几个事例中可以发现，古代的藏书家和各类藏书楼在

保存图书文化典籍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家们

特别还应该提到的是，为了寻访和搜罗这些图书，历代藏书

精竭虑，将其作为一种毕生的追求。为了购置这些书籍，他

们节衣缩食，不辞辛苦，甚至像上面提到的丁氏兄弟一样不避艰

危，广为搜罗。还有一些人为购置图书不惜达到倾家荡产的地步。

藏书楼的第二个作用是作为藏书家、文人学者研读和校勘图

书的场所，得以让他们在其中整理和校雠了大量的图书典籍文

录传刻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夺”（脱

，淮南转运司刊刻了一部

漏）、“误”（错误）、“衍”（多出之字）、“倒”（文句颠倒）等现象。甚至

有人出于种种目的，有意对原文进行篡改（如前面所说乾隆时修

《四库全书》进行删改，就是例子）。一本书传抄和翻刻的次数越

多，这种讹误就越多。还有书商为牟利将残本充全书等情况，这在

书籍流布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刊刻者不负责任故意造成讹误，也

时有发生。例如南宋绍兴十六年（

药方书《太平圣惠方》。当时招募来的刻匠几十人，“嗜酒懒惰，急

于求成”，不负责任到遇到笔画多的字就率意更改，甚至将药方中

多味药的分量竟然都“随意更改”了。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

子，但古书抄写刊刻中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讹误确实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得到内容准确、没有并误的书籍，只能靠

读书人访求多种刊本，比对勘订，改正书中的错误。藏书家中有很

多人又是具备深湛功力的校勘家。校勘又称为“校雠”、“校对”。对

“校雔”这个词，汉代著名目录学家刘向有个解释。他在当时奉皇

帝之命而作的一部图书文献目录学著作《别录》中讲过：“一人读

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 ，一人读书，如怨家相对，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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